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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讨论的起因 

2003 年，我发表了《从“异民”到“怀远”——以“怀远文献”为重心考察雍正二年

宁州移民要求入籍和土著罢考事件》一文
2
，该文的讨论对象，是 1959 年日本寺田隆信发

表的《关于雍正帝的除豁贱民令》一文。引用的资料，是我近年在赣西北修水县发现的一批

由“怀远人”编写的文献。当地所谓“怀远”人，即明末清初由广东、福建或赣南迁入修水

（当时称“宁州”，还包括现在的铜鼓县）的移民，与寺田隆信所论的“棚民”、“客民”是

同一个来源的同一类人群。所以被称为“怀远”人，是因为在雍正三年宁州官府将绝大多数

移民编入一种并无统一地理空间的户籍体系，称“怀远都”，共四都八图八十甲，一直延续

到民国时期。凡隶属于“怀远都”的民众，统统被称为“怀远人”，以示与土著居民的不同。

宁州“怀远都”是清代江西西北地区两个准许另取一个名称取代“棚籍”的户籍体系之一，

是雍正朝的一个创举。凡属“怀远都”的民众，也以“怀远”自称，认同性很强，先后编纂

了各姓家谱、书院志、《华国堂志》（“华国堂”是一部分“怀远人”于同治四年成立的自办

纳粮组织）等，类型丰富，数量很多，我将其命名为“怀远文献”，且开始整理编目。另外，

我将这批“怀远文献”记载的内容与《清实录》及硃批奏折加以对照，初步讨论了两个问题,

其中之一是：雍正初年宁州土著对移民的“贱视”是怎样表述的？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

的？它是针对全体“棚民”的，还是针对其中的一部分人？“贱视”背后的社会生活内容是

什么？移民对这种“贱视”作何回应？ 

我的基本研究结论是: 

一、这种“贱视”是针对全体“棚民 ”的，而且至迟在雍正初年已经产生，寺田隆信

强调雍正时期社会上对“棚民”没有“贱视”的论点，应当修正。 

二、这种“贱视”并不表现为对一个“非我族类”的种群或一个低贱职业人群的鄙夷和

排斥，而主要是将“棚民”整体“盗贼化”，与曾经发生的 “贼乱”相联系，将其上升为对

待清王朝的政治态度问题，期望以此将“棚民”置于死地或至少置于困境。也正因此，我在

“怀远文献”中看到的一个重要史实是：迁入宁州时间较长且已有一定经济实力的老“客民”，

在要求入籍的同时，也明确地要求把自己和“棚户无业者”分开，实行不同的管理。由此可

以明确感到这些“客民”要用这种“分”的方法，尽快在名称和印象上与“棚贼”，与动乱

的历史记忆划分开来，以表示对国家的认同和对官府的服从，并借此摆脱土著居民动辄发出

的污辱和“贱视”：另外还要以此在全体移民中区分出先来与后到，以维护和进一步谋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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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在迁入地的各种权益。 

但我觉得自己的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答，特别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需要深入

讨论和重新评判，即：“棚民”问题所以对移民有如此大的“杀伤力”，主要是因为在康熙平

定“三藩”叛乱期间，曾在江西西南的袁州府诸县驱赶了“棚民”回原籍，动作迅猛而且成

功，这和清朝顺、康时期一直鼓励移民的基本政策不相吻合，而且袁州的成功“驱棚”，可

能是康熙年间惟一一次由移民迁入地大规模向外驱赶移民的事例，一定有其独特的背景和条

件。由此，促使我对上个世纪 60 年代以来如日本学者和傅衣凌等人的研究，以及 1980 年代

以来有关户籍、移民及农史的研究加以详细梳理，意识到研究者几乎都是把“棚民”这个“人

群”、特别是这个“称谓”当作一个自在之物，随意取用，而没有考察其自身形成的历史过

程，特别是没有考察这个“称谓”和宋、明以来史不绝书的“山贼”、“峒寇”之间的区别是

什么。另外，包括江西本地学者在内的一些相关著述中，还存在两个明显的问题： 

一是在讨论康熙前期的移民和“驱棚”事件时，普遍地引用道光以后修成的方志记载（或

说是“转载”），很少去仔细查寻顺治及康熙朝（两次）修成的方志——在发生“驱棚”的袁

州府诸县，恰恰都是在这个时期编修了地方志，这个行为本身，就与“什么人要撰写和保存

什么历史？”的问题密切相关，研究者对此忽略，即形成很致命的“硬伤”，甚至出现了若

干颇有名气的大部头著作中错注史料出处的问题。 

二是在对“驱棚”事件作评价时，出现明显的自相矛盾：一方面百分之百地肯定康熙平

定“三藩”，但又几乎不假思索地对“驱棚”加以非议——此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上世纪以

来大陆学界解释“农民战争”问题的一些历史痕迹，而且这种做法暴露的更深刻问题是：完

全没有把“驱棚”问题放到具体的时间和空间中去考察和理解，得出的“结论”也必定缺乏

“历史感”。 

为此，我近年着意在做一番“重返清初”的基本工作——详细阅读并比较一批修成于顺、

康年间的地方志，特别去体会入清以后在满人“新君”治理之下的“第一代地方志”，如何

记载“驱棚”这一“史实”，再去和康、雍《实录》等王朝文献相联系，相比较。据此对这

一“地方性事件”作出新的解释，进而思考清史研究中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二、吴三桂兵进江西及三年拉锯战 

康熙帝亲政后，为加强对全国的有效控制，有意开始削藩。康熙十二年（1673）十二月

底，兵力最强的藩王吴三桂首先发难，在昆明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并逮捕了康熙帝的两位

特使，下令恢复明朝旧制并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公开起兵反清，并向其他两藩求援。

贵州巡抚曹吉申及提督李本深等望风而降，次年三月，驻军广西的孙延龄反清，自称“安远

王”，并逮捕广西巡抚马雄镇。四月福建耿精忠亦反，逮捕福建总督范承谟。吴三桂的军队

几乎占领湖南全境，五月开始向两翼扩展：一路由湖南进攻江西，一路由四川进攻陕西，开

辟东、西新战场，企图分散清军兵力，扩大势力范围及影响，迫使清廷同意与其划长江而分

治天下。从此时开始，“三藩”军队与清军在江西接战。此后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清军主力进入江西阶段。康熙十三年（1674）六月始，清军出兵五路，有三

支增援东线战场，以确保东南财富之区不为叛军占领，其中一支以安亲王岳乐为定远平寇大

将军，率部进入江西迎击吴三桂军。此时叛军已经占领了赣江以西的袁州、萍乡、安福、新

昌（今宜丰县），以及鄱阳湖畔的南康府（治星子县）、都昌等府县。七月间，耿精忠派出白

显忠、郭衷孝两部翻越武夷山，先后占领广信、饶州、抚州、建昌等四府及其属县，广信副

将柯昇、参将程凤、把总陈虎等易帜响应，攻打浮梁县。康熙帝对江西战事甚为关注，要求

尽快肃清江西地方，扼守赣江至袁水一线，以便集中兵力打击以湖南为基地的叛军，康熙十

三年八月，康熙帝给清军护军统领桑额的手书敕谕中，指出江西战场的重要性和当时清军可

以相机采取的行动： 

江右为粤东咽喉、江浙唇齿，所关甚重。今兵民之心，尚持两端，若不先灭地方小

丑，大兵难以前进。至袁州、吉安、赣州尤属要地，若有失陷，则广东声息必至梗阻，

广东梗阻，则情势危急。令满兵驻袁州，相机进取长沙。否则固守地方，庶三府可保无

虞。将军当亲统重兵以行，毋使兵力单弱，至有疏失。
3
 

 至该年底，清军收复江西多数失地，康熙即命岳乐“将江西要地进行整理，稍有就绪

进取湖南”，“由袁州直取长沙”，同时令喇布从长江下游进入江西支援岳乐。当时康熙帝的

战略布局有两个：以出兵攻克湖南岳州（今岳阳）、长沙等重镇为上策，倘若军事上不可速

胜，至少还可以破坏叛军的后方补给线，甚至夺取敌方的粮草接济自己。康熙十四年（1675）

初，岳乐部曾一度进攻长沙，勒尔锦部亦曾渡江南下，进入湖南，但在叛军的有力反击下，

均未成功。长沙、岳州等各战略要地，仍在叛军手中。 

第二阶段为相持阶段。岳乐进攻湖南未能建功，遂向清廷提出先扫平江西，肃清后方的

请求，因为当时江西的形势实在不容乐观： 

江西形势为广东咽喉，江南、湖广要冲。见今三十余城为贼盘踞，且醴陵逆贼造

设木城，增伪总兵十余人，兵七万，猓猓三千坚守长沙、萍乡诸处。臣若撤抚、饶、

都昌防兵往长沙，则诸处复为贼有；不撤则兵势单弱，不能长驱。且广东诸路恐亦多

阻。臣欲先平江西贼寇，无后顾之忧，然后分防险要，帅师前往
4
 

尽管与康熙坚持进军湖南，以消灭吴三桂主力为首位的战略设想不合拍，但康熙帝还是

批准了这个作战方案，只是给的期限很紧，催促“王宜将江西要地速行整理，稍有就绪，即

进取湖南，勿得坐视，致误机会”。此后，在江西的清军分别进剿，对东北境的饶州、广信

二府多有收复。康熙的谕旨还明确要求清军占领武夷山和怀玉山西麓的战略通道，切断闽、

浙方向的耿精忠部与江西叛军之间的联系。然而此时已经进入江西地区的梅雨季节，天气开

始转热，清军兵马不适。所以在岳乐收复建昌府后，康熙指示他除了留下部分军队固守外，

                                                        
3 《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四十九，“康熙十三年八月辛亥”条。该上谕也被光绪《江西通志》卷首“训典”

所收录，但有所删节，尤其论及江西战场与广东的密切关系一段不见，无法反映康熙当时的通盘战略思路。 
4《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五十二，“康熙十四年正月戊子”条。 



“率大军暂回南昌养马，俟秋凉或取湖南、或攻福建，候旨以行”。但康熙须臾未忘屯集重

兵于江西之西的吴三桂部，到十四年（1675）九月，在接到江西方面的一系列捷报之后，他

依然不断告诫岳乐等将领“贼渠吴三桂也！今不早灭，虽江西、福建之贼尽除，于事奚益？

安亲王岳乐，其量拨官兵固守江西，乘冬月速取长沙”。 

到十一月，康熙帝再次下旨催促岳乐进军湖南，为此，康熙对岳乐提出的要求尽量给以

满足，甚至不远数千里将南怀仁研制的新式大炮送到岳乐军前。但由于江西各地的“逆贼”

起事此消彼涨等等原因，直到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岳乐才向入湘并经的萍乡发动进攻。

但吴三桂军高大杰部则乘虚迂回，集兵数万围攻赣江中游的重镇吉安城，迫使清军回援。不

久吉安城陷落，江西战场再次向不利于清军的方面转化。至此，清军东线主力迟滞于江西战

场已逾一年半，大出康熙预料之外，不仅使之焦急不堪，同时也使他对江西境内的各种反抗

及其给清军造成的麻烦留下极坏印象。5 

第三阶段为攻占吉安等重镇，并最终收复江西全境阶段。这些战果与广东形势发生的变

化有直接关系：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在吴三桂诱使下，将其父囚禁，

与金光祖起兵反清，清军东部战场又出现新的变数。而江西清军既阻隔了尚之信军与吴三桂

军联手，也扼守着清军日后南下入粤的孔道。所以赣州城控扼赣江与大庾岭通道的战略地位

就凸显出来，而作为防守赣州的前沿重镇吉安城就显得分外重要，但此时已被吴三桂军再次

攻占。对此康熙深感忧虑，五月以后连续发布几道上谕，在南昌和赣州之间调兵遣将，指示

清军南北夹击，尽早拿下吉安。但进攻始终不见成效，因此引发康熙帝对指挥江西战事的简

亲王喇布十分不满，严词指责他贪图安逸，一直坐守南昌，迟滞不前。 

十二月，吴三桂派兵援救吉安，同时令已经占领萍乡的马宝部进军永新、安福一带，加

强救援吉安的兵力。康熙则命令湖北战场的清军加强攻势以图牵制，“相机前进，以分长沙、

吉安贼势”。到康熙十六年（1677）正月，救援吉安的吴军“宵遁”，建昌府诸处的清军奉调

攻打吉安。同月，广东尚之信部向从江西方向进入广东的岳乐部投降，江西南部的军事威胁

基本解除。清军得以集中兵力围攻吉安城，到三月二十一日终于将其攻克。至此，江西境内

清军抵抗“三藩”叛军的战事基本结束，清军随之向湖南衡阳、长沙继续进攻。 

 

三、“湖西”再次沦为战乱重灾区与清军驱逐“棚民” 

明末江西十三府被划为五道，分别为南瑞道、九南道、湖东道、湖西道、岭北道，其中

湖西道辖吉安府、临江府、袁州府，道员驻清江，分守道和分巡道的辖区基本一致。直到康

熙二十一年（1682）十月，清廷废除分守、分巡并设制度，江西才裁去分守湖西、湖东二道

                                                        
5最可反映康熙这种印象的证据之一，见于康熙十八年二月他给兵部的谕旨：“江西旧欠钱粮，屡经督抚及

科道等官奏请蠲免，朕已洞悉。但当逆贼煽乱之时，各省地方与贼接壤者，被其侵犯，迫而从逆，情非得

已。故于平定之后，其旧欠钱粮悉行蠲免。江西于贼未到之先，地方奸徒辄行倡乱，广信、南康、饶州、

奉新、宁州、宜黄、安仁、永新、永丰、彭泽、湖口、泸溪、玉山、铅山等处所在背叛，忠义全无，缙衿

兵民人等，或附和啸聚，抗拒官军；或运送粮米，助张贼势；或布散伪札，煽诱良民；或窝藏奸细，潜通

消息。轻负国恩，相率从逆。以致贼氛益炽，兵力多分，迟延平定之期，劳师费饷。揆厥所由，良可痛恨。

即今田庐荡析，家室仳离，皆其自作之孽。逋赋未蠲，职此之故。”（《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七十九，“康

熙十八年二月己巳”条）。 



缺
6
。上述吴三桂军与清军主力在江西拉锯的主要战场在“湖西道”一带，而清初“南明”

武装的抗清战事也在这一带最久最激烈。 

康熙十三年（1647）初，吴三桂军攻陷长沙，打开东进江西的通道。三月江西巡抚董卫

国向清廷报警，请求“拨兵防御”。五月叛军占领萍乡，安营扎寨，萍乡成为进攻江西腹地

最重要的前沿阵地。这样，作为湖西地区政治中心的袁州府城虽然不大，却成为阻挡叛军深

入江西的前敌重镇，江西总督董卫国请设袁临镇，以原任袁州副将赵应奎为总兵官。此后叛

军多次进攻袁州，赵应奎力守而且屡屡反击，多有斩获。康熙十三年十月，吴三桂致信诱降，

赵应奎则予举报，得到清廷嘉奖，并加左都督衔，予世职，给拜他喇布勒哈番，又一拖沙喇

哈番。此后，袁州城一直坚如磐石，即使康熙十五年（1676）叛军迂回攻陷赣江中游的重镇

吉安，袁州军民还是孤城力守，在康熙帝的高度重视和竭尽全力的支持下，城池从未失守，

一直坚持到清军大部队全面反攻。 

在此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背后，则是“湖西“地区再次成为战乱重灾区，刚刚有所恢复的

民众生活又遭受兵火破坏，惨状重现。所以如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萍乡等县长期被叛军

占领的情况下，“湖西”地方社会的族群矛盾被大规模的激化，从康熙十三年开始，以闽籍

移民为主体的袁州“棚民”就响应并参加了吴三桂军。袁州地方“绵亘数百里，焚杀淫掳，

所过为墟。萍、万二邑再陷，袁（州）城危如累卵”
7
。此后“棚民”作为叛乱军队的组成

部分，三次攻陷万载县城和瑞州府的新昌县城，占领萍乡两年之久，并将其打造成叛军的坚

固桥头堡。其影响和破坏深度，更超出一般的两军交战之外。康熙二十二年《萍乡县志》详

细记载了这个过程及其造成的巨大损失
8
： 

康熙十三年（1674），吴逆反，陷楚长沙。五月内，棚逆朱益吾等乘机乌合讧起，

恣行焚戮，沿乡掳劫。勾引伪将韩大任、陈攻陷萍城，扎营高岗舖，与棚逆图攻郡城。

败归，焚杀掳掠人民逃窜。 

康熙十四年（1675），正月，伪将军夏国相、高得捷等统贼十余万踞萍城，焚掳搜

捉，深山无可躲避。棚逆与之谋，筑土城于县治后，千年骸骨掘弃暴露。通城内外，屋

宇、墙垣、街道麻石拆毁殆尽。更于环城山巅立炮台十余所，坟茔莫保，一如县治后焉。

盘踞二载，荼毒生灵，稻谷牛种一空。□地焚弃，且设椿竖签，竹木伐尽，转徙流离，

无计存活。 

康熙十五年（1676），逆横暴施虐，益深益热。二月内，幸安亲王躬率六军临萍，

与贼战于城东流江桥，大破炮台，杀贼不计其数，尸横遍野，贼众奔溃，萍城始复。王

师直捣长沙，于萍无扰。邑令孟宗舜招抚流移，效力挽输。六月内又遭棚寇陷城，更恣

                                                        
6 对于清前期江西“道”的沿革及官员职掌变化情况，可参见《江西通史·清前期卷》（梁洪生、李平亮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 12 月出版）第二章第一节：“江西‘道’的划分归并及道员职权的调整“。 
7 康熙二十二年《宜春县志》卷二十《咨呈·驱逐棚寇功德碑》 
8 康熙二十二年《萍乡县志》卷六《祥异》 



焚杀，把总陈死焉。援守官兵，驱贼旋复。 

康熙十六年（1677年），大兵踞城。有安福土贼杨桀友等啸聚，昼夜焚 

掳，东、西、南三乡更惨。 

已往的研究认为：所谓袁州地区的“棚民”，是指明末从福建及湖南（所谓“闽楚”）以

及临近的抚州、瑞州等地迁入袁州府属宜春、萍乡、分宜、万载等四县的流民
9
。崇祯时人

对此的描写为：“袁州郡县，界连楚粤，崎岖险峻，延袤皆山。内有三关九图，环溪峭壁，

昔为闽广之交，诛茅而处，凿山种麻”
10
。因为他们是“外来人”，很难进入当地有数百年

之久定居历史的土著社会和聚落中，所以往往要在山上搭棚居住，或散居于山间大小不一的

盆地中，形成自我认同并有较强凝聚力的人群。到明末时，这一带的流民人数大约已有几十

万之众。从新见史料看，入清以后较早关注这个人群的江西巡抚是蔡世英，順治九年（1652）

底，他就发布了《谕宜春山关棚客示》
11
，其中先提到： 

查得宜春石荐、里外、三关等处，向有福建、抚州等处人民，流寓四乡，寄居种苧。

日聚益众，已有年矣。后值变乱叠更，乃遂占据山场，逋逃亡命，自立客长，号招异类，

恣行劫掠。屡经剿洗，悉就招抚。前抚不忍加诛，行令编入册甲，设立甲长棚长，稽察

匪类。 

此中提到的“棚客”占据山场，“逋逃亡命，自立客長，號招異類，恣行劫掠”，即直指

明末清初这一带“棚客”的反清历史：在崇祯末年，闽地移民以天井堝为中心，在邱仰环的

带领下攻入袁州府城，起兵抗清；顺治五年（1648）金声桓举兵反清时，袁州朱益吾又率闽

人起兵响应，最后在官府的追剿下受抚。从这位巡抚的叙述中还不难看出，在其前任期间，

对这片多事之地就已经剿抚并用，并且着手在“棚客”中编制保甲，设立“甲長”“棚長”

以加强管理。 

既然有此“前科”，蔡世英遂以强硬的口气继续提出警告，而且已经明确提到可能采取

“驱逐”手段： 

本部院莅任以來，访知前情，念尔等久聚此土，不忍遽为驱逐，合行申谕。為此，

示仰宜春棚客人等知悉：尔等既以寄命于兹，当以身家为念，务宜互相劝戒，共作良民，

恪遵宪令，毋蹈前非。倘有不轨之徒及逋赋之人，潜住彼地，即行送出，毋得附和隐藏，

酿成祸患，自干国法。敢再故犯，不惟驱逐，失尔本业，定行捣巢扫穴，即性命亦亦保

矣。特示。 

到顺治十八年，施闰章开始任担分守湖西道的道员，也曾写过多首关于“麻棚”里的“客

子”的诗文，其中即反映了他们和当地土著居民之间的矛盾冲突： 

                                                        
9见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第 223—225页。 
10见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第 225页页下 
11 蔡士英《抚江集》卷十二，见《四库未收书辑刊》七辑第二十一册。 



山陬郁郁多白苎，问谁种者闽与楚。伐木作棚御风雨，缘岗蔽谷成俦伍。 

剥麻如山召估客，一金坐致十石黍。此隰尔隰原尔原，主人不种甘宴处。 

客子聚族恣凭陵，主人胆落不敢语。嗟彼远人来乐土，此邦之人为谁苦？
12
 

康熙《袁州府志》还收录当时宜春知县的详文，说明从明后期到康熙年间“棚民”的人

数和身份变化问题：“宜春麻棚从前赋役未载，只因闽省留民流寓袁阳与楚接壤之界。深山

穷谷，素为不毛之地。流民居久，垦开种麻，日渐日繁，稍有麻利。因以流民改为棚民，起

编棚户二千六百八丁户。” 由此可见对“棚民”的管理有一个前后变化，即明末时“棚民”

并没有进入当地的征税系统，被编入赋役册籍是康熙朝以后的事。 

然而，从前引康熙《萍乡县志》的记载可知，当吴三桂军占领长沙后不久，“棚逆朱益

吾”等再次起事呼应，“恣行焚戮，沿乡掳劫”，并且配合叛军攻陷了萍乡县城。作为反击，

时任袁州副将的赵应奎很快就捕杀了“棚逆”首领朱益吾。此后“棚客”已和叛军混合在一

起，清军与之反复拉锯，直到康熙十七年初。当时，清军虽已基本收复江西地面，但仍有吴

三桂军韩大任部残军据守万安县梁口，控扼赣江十八滩上端。后又转移到兴国县宝石寨，再

流窜于庐陵、永丰等县山区。而清军主力刚刚攻占湖南攸县、茶陵，并加紧进攻永兴、郴州、

宜章等城，急望调动袁州等地的守军赴援。从康熙十七年正月到七月的半年多时间里，从康

熙帝到清军将帅皆认定“江西通省所系，唯在茶陵”，“茶陵、攸县，关系江西全省”；康熙

下的谕旨一再指示：“盖以江西地方，所关甚钜……务令江西不生事变”，“穆占等其同心详

酌，力御贼寇，保固江西，使万无一虞，以副朕怀”等等。13因此，紧靠攸县、茶陵，控扼

入湘要道的袁州地区的安危问题，就必然成为重中之重。而从赵应奎向清廷呈送的《为呈报

驱逐棚民以靖地方以固邦本事》中，看出袁州并不安宁，尤以“棚民”为当地心腹大患，“三

关”地区随时可能爆发不测之事，十分堪忧： 

昨本部院进剿铜鼓，贼众望风披靡，其溃败逃窜者或三五十，或百十成群，潜伏三

关之内，而棚民且为之容隐。以致百姓不敢进内耕种，田土悉属抛荒。且包藏祸心，日

则剃发是民，遇晚纠党行劫，且通各处贼寇，暗行不轨。其叵测情形，屡经报明在案。

万一将来别境稍有蠢动，又复乘机窃发。且三关地连芦溪、宣风、长沙孔道，若不亟行

屏逐，实万分可虑，诚为袁隐忧。 

这样，此时动用军队力量驱逐当地山区的附叛“棚民”，就完全顺理成章了。于是在袁

州总兵赵应奎的直接指挥下，断然采取了“驱逐”行动。康熙二十二年修《宜春县志》收录

的《总镇赵咨呈稿为呈报驱逐棚民以靖地方以固邦本事》中，对此项行动的过程和地点记述

得甚为详细： 

                                                        
12施閏章：《麻棚谣》，《学余堂诗集》卷十九，《四库全书》集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影印版第 1313 册，

第 538页。 
13这些谕旨分别见于《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七十二：（康熙十七年）“三月乙亥”条，“闰三月丁巳”条，

“七月庚子”条，“七月甲辰”条。直到该年九月，康熙给兵部的谕旨才有稍松一口气的感觉：“向以江西

可虞，因调总漕帅颜保前往。今南昌已为内地，其令帅颜保赴吉安镇守”。可见即使如此，康熙还是没有放

松对赣江中游的防守部署。见同卷（康熙十七年）“九月乙亥朔”条。 



（康熙）戊午年（按：即十七年，1678 年）正月初六日，遣健丁营守备许君用、

中营赵光正，会同袁军厅孟前往三关九图等处，驱逐棚民。又檄防守株树潭都司汪国

樑驱逐慈化余家坊、桐木、上栗市荆坪、黄塘、马岭、桃塘、马坑、施家坊等处，驱

逐棚民数千余户，悉令回籍，永绝根株。 

《宜春县志》还附录了《文武公祖父母驱逐棚寇功德碑文》一通，简述了“附逆”棚寇

投诚在前，尽被驱逐于后的过程： 

寻复招楚界负嵎穷寇，尽数投诚，且搜剔三关九图遗类，勒令回籍，是一时倒悬

之厄可解，而百年难拔之患获除。但棚党奸狡百出，阳托旋里，阴匿近境者实繁有徒。

幸逢府主于、厅主杨、县主王会同总镇梁，深虑各属乡隅不戒从前之失，复贻滋蔓，与

袁民约束再三，严行保甲之法，逐户逐营查驱，毋俾遗种于兹土。 

康熙二十二年修《萍乡县志》对此也有简要记述：“康熙十七年，大兵捣洗棚穴，驱除

贼党，难民稍得安业。”说明“驱棚”事涉袁州府属数县，影响之大不言而喻。 

由于军队直接参与驱逐“棚民”，收效也极其迅速和明显，赢得当地土著居民的一片赞

颂之声。为了表示对赵应奎等人的感激之情，袁州土著居民在碑文抬头中将其抬升到“文武

公祖父母”的地位，已经高于常见的“青天父母官”之谓，由此也反映出当地土著深感此举

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多年存在的麻烦，清除了动乱之源。当时驱逐“棚民”获得的客观效果，

是河谷平原及低丘地区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土著民众的生活趋于正常，有了安全感，这对

身临其境的土著民众来说，无疑是一个期盼已久的正面结果和福音。 

 

四、“驱棚”事件的基本认定和重新评价 

1、“棚民”是到康熙初年逐渐生成的一个非常地方化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江西袁州府的

宜（春）、萍（乡）、万（载）、分（宜）四县。理解这个问题的社会背景，在于这一带南明

武装与清军的争战及其造成的巨大损害，使得这个交通孔道和“拉锯”之地形成大片无人区，

所以招徕“远民”就势在必行。鼓励移民的过程基本发生在顺治到康熙初期，而阶段性的截

止是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叛乱之前）。这个过程及其已经产生的地方人群冲突问题，最先是

在康熙九年施闰章主修的《袁州府志》有集中反映，此志不仅刚好弥补了宜春县此前无志书

的缺陷，而且非常明确地表现了身为湖西道的施闰章同情土著的态度，他的记载很值得重视，

因为他是外地人，又是地方长官，他的描写与土著笔下容易看到的单边讨伐不同，但他的记

载说明当时土著反而处于弱势地位，由此反映了“驱棚”前夕的一个“基本状态”。 

2、康熙十七年袁州地区的成功“驱棚”，主要是一种军事打击行动而不是民事行为。因

为从康熙十四年至十七年间，“吴逆”军队对赣西一带进攻，而此地的“棚民”集体“附逆”，

以至于清军在江西战场迟滞两年之久而无明显战果，无法进入湖南战场，极大地干扰了康熙

急欲与“吴逆”军队在楚地决战的战略布局。再加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历来被研究者所忽

视：袁州城是清军在江西境内阻止“吴逆”军队东进，同时也是清军赖以西进的最前沿城市，



其“得”与“失”，对双方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在清军开始西进湖南之时，作为巩固战略后

方的措施之一并奏准康熙后，主要由绿营军队（加上当地土著的配合）来实施“驱棚”，所

以才会收到一日见功之效。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是在特殊的战争条件下以军事打击为表现形

式的“地方性事件”，此后再未出现于其他地方，说明很不具有普遍性。 

此外，袁州府诸县一批“棚民”“附逆”的史实，还蕴藏着一个“三藩”叛乱的群众基

础问题，对此若加深入讨论的话，即可挑战多部中国通史只将“三藩”叛乱看作一批盘踞西

南地区的武将所为的基本描述，才可说明为什么这场战争会旷日持久，会给清王朝造成那么

多的障碍、意外和麻烦？会给非三藩控制地区的社会生活造成那么大的损害？等等。这样，

才可将 “三藩”与清军的战争从单纯的军事史（叛乱史）转变为清初的社会生活史。 

3、到康熙二十二年，袁州府属四个县全部修了志书，而且都是入清以来的第一部县志。

这个举动背后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的修志者主要想把什么内容记进去，好让后人记住？此

时距成功“驱棚”只有四年，正处在将“棚民”定性为“棚寇”的高潮时期。通过这个“标

准文本”，将成功“驱逐”的“棚寇”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且成为日后土著与移民

两造论战和鉴定身份时的起点和分水岭：土著以之为“妖化”闽籍移民的依据和有力武器，

在其家谱等文字叙述中，几乎清一色地开口必提“康熙甲寅之乱”；而移民在此后的任何时

候，无论表达什么利益诉求，都一定要先将自己与的确参加了“逆乱”的“棚寇”区分开来，

如在修水“怀远”文书中表现的那样。遗憾的是，作为记载“驱棚”核心内容的（康熙二十

二年修）《宜春县志》只有残本存世，且只在北京的国家图书馆收藏，大陆的一些研究者都

没有真正查阅此志原本，而是转辗传抄，或是以道光以后续修本的记载替代，不免因图省事

而躲懒之嫌，因而留下不少以讹传讹的问题 

4、到康熙中期以后，进入了晚明大乱以来四十余年未有的承平时期，百姓的生活状况

稳定好转，特别是新的一代人生长起来，对清初长期战乱造成的伤害和痛苦已经缺少亲身体

会。而此时任职于江西的地方长官（代表人物如兴国县令张尚瑗等），以“父母官”安抚子

民的立场和态度，想进一步“公允”地处理移民入籍问题。从此时开始，各地作为个别的要

求、讨论和尝试已相继出现，形成康熙中、后期地方治理的走向之一，并成为雍正朝全面落

实移民户籍问题的先声。但与此同时，在江西土著一面，与移民之间的矛盾并未解决，而且

不断因事因地而引发冲突。康熙四十七年再修《宜春县志》时，有关当年“棚寇”的原始文

献都在原来的章节中保留下来，但却有多处文字被剜去，令人大感惊诧！虽然现在还无资料

可以证明此举系何人所为，但可以按常情推想何人会有此动机和现实需要。一个无法否认的

事实是：在当地，一部由县令主持、一批乡绅和文化人参与修撰的准官书，却出现了如此敏

感的“小动作”，如果没有十分之必要，何人会这样做？没有相当的势力或影响，又如何得

以为之？且可试想土著一方见此闻此，当作何种反弹？由此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宜春

土著与“棚民”后裔的矛盾冲突还是严重的。 

5、雍正朝开始全面落实移民“地著”（包括入籍）问题，在赣西罗霄山脉各县引起不同

的波澜，为日后近两百年的地方冲突和矛盾埋下伏笔。作此改革，除了雍正帝有意创制外，



还与地方官员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有关，就是在其上任之后，往往对土著力量及其盘根错节

的家族势力控制地方政治格局不满，因而容易转向同情包括移民在内的“弱者”，所以如宁

州知州刘世豪在愤怒之余，也把地方土著比作与“棚寇”性质相同的“劣衿”，明显反映了

地方官府和乡族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就此把土著家谱中的“康熙甲

寅之乱”的追溯，都理解为土著为了自身利益而反复强化的“集体记忆”？我着意“重返清

初”，就是想仔细阅读和体会清初人士是在什么处境和心态下撰写历史和保留文献？是什么

人在什么条件和情况下，写了哪些以前没有的“新”东西？——这就是入清以后这个“地方”

与明朝不同的东西，是一代人的生活磨难和痛苦记录，也是这些人在“新朝”继续生活下去，

并与其他人群以不同方式相处的历史基础和合法“证据”。阅读和理解这些记载，也许应该

得到以下启示：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并会去“同情”那些大规模战乱中的罹难者？土著民众的

苦难遭遇及其利益诉求是否应该被重视和伸张？明末清初的民间社会是否也有一种强烈的

“天崩地解”之痛苦感受，而不仅仅只是当时的知识精英感受到这一点？ 

 

五、“地方史研究”的目的及运用地方性史料对清史研究的检讨 

严格地说，1950 至 1980 年代初，大陆史学界不存在成系统的“地方史研究”。而 1980

年代开始出现的在中国“通史”体系之内按照现代政区“分解”出某个局部，再以其史料来

做“地方史研究”的做法，至今也逐渐被质疑甚至被否定。无论现在有心深入探讨中国历史

的学者怎样确认和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如“区域社会经济史”、“社会生活史”或“历史人

类学”等），只要其具体的研究对象在“县”或“县以下”的区域，或某个跨县域的结合部

（“区域”外的“区域”），那么研究者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是这个“区域”及其人群的基本

历史过程。本文是在这个意义上，接受和使用“地方史研究”这一概念。 

从一般的研究方法上来说，“地方史研究”并没有自己的特殊之处，基本方法还是搜寻

资料——排比资料——按照基本的时间顺序与基本的生活逻辑（“事理”）加以分析——给出

结论。 

但是，如果按照现在中国一些学者践行的“走向历史现场”的方法和追求来思考，则首

先是可望在“现场”发现远比传统史学资料要丰富和复杂的资料——换言之，是把更多日益

远离现代（人）生活的内容钩稽和开掘出来，使研究者一次次地强化一种意识，引发更多的

谨慎和小心，那就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历史状况还有很多东西不懂得，我们并不容易真

正理解地方生活中许多必要的因素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材料发现得越丰富，就越使传统史

学研究中大量被忽视的材料浮出水面，透出其重要性。现在在中国大陆，无论从正面的方便

条件，还是从迫不及待的建设性破坏来说，都到了可以和应该提出以下要求的时候：“研究

者要力争把在小区域（如村、镇）里的历史遗存资料‘一网打尽’”——至少要掌握几类最

基本的反映乡土生活关系的资料，如家谱、碑刻、契约、帐簿，神明体系等等，以及可以直

观反映当地财富、技术、文化水准和人际关系的各种建筑等实物。  

这种努力和研究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可以用尽多的实例来说明“过去”与“现代”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不同”。尤其在现代（化）国家权力和“现代化”生活对社会演变的影响越



来越大的情况下，必须对清史研究中的“现代化”倾向（或说是“趋势”）保持清醒的认识

和警觉。这种努力和研究可以揭示中国传统社会中（尤其是南方丘陵与山谷纵横交错的地

方），每个小地域的人的生活与“别人”之间的“隔绝”是严重的。更具体地说就是：当时

每个小地域的人受到交通、方语、安全、地方性身份等等条件的限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

是“平面的”、“一致的”，因而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民主的”、“平等的”。而这些，正与近

代以来主流文化精英所追求的改变不相吻合，且越来越变成“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

是作为传统乡村生活对立物的“城市”对国人的影响空前扩大，不仅日益成为整个社会主流

人群的汇聚之所和价值标准的体现，同时也形成向“乡村”及其保存的“传统”宣战的大本

营。由现代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漠视和脱离乡村并转而批判乡村的年轻人，自然更难以了

解传统乡村生活的原本状态并理解其“合理性”（又以后一点尤为重要）——而这些，本身

就是“地方史”的具体内容，深入研究并客观、准确地将其揭示和表述出来，应当是研究者

极其重要的工作任务和理性追求。 


